
 

 1 

贵州省农民工城市化对农村的减贫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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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取我国农村贫困问题相对突出的贵州省作为研究案例，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基

于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的农村减贫机制并建立理论模型，然后以贵州省作为总体考察了这两种效应对贵州全省的农

村减贫作用，同时进一步对模型进行改进，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了两种效应在贵州各市州的减贫作用的差异，从而总

结出贵州农民工城市化的基本路径与策略。经研究发现，贵州各市州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的作用差异明显，经济相

对发达的市州应以农民工就地城镇化为核心，经济欠发达的市州则应以农村经济为重点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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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然而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贵州的农村地区

贫困问题仍较为严重，2014 年贵州全省农村贫困人口合计 623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18 ％。近来年贵州的剩余劳动力不断

流出农村，截至 2014 年底，贵州地区流向城市的农民工合计为 1449 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重为 40 . 07 % ，其中流向省

内城市农民工合计 631 . 56 万人，流向省外农民工合计 817 . 44 万人。农民工进入城市成为农民工群体并获得相对高于农村

的收入，但农民工的城市化对贵州农村减贫的作用效力大小以及如何找寻一条有效的农民工城市化路径来破解贵州的农村贫困

难题，是贵州在扶贫工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1 文献回顾 

对于如何减轻农村的贫困状况，学术界进行了大量探索，目前文献较多的是研究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减缓作用。如

Dollar 等通过实证发现，农村经济增长会给包括贫困人口在内的所有农村居民带来收益，农村减贫的中心任务是农村经济增长
[1]。但近年来，部分学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机制方面，认为农村劳动力由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

门的转移是农村减贫的重要方法。CFOL Standards 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减贫过程作为样本进行观察，发现农业和工业部门的

发展都有助于减少贫困，但工业部门的高生产率对降低农村贫困的效率比农业部门更高[2]。林毅夫指出，农村贫困的原因在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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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对于农村的大量过剩导致的廉价性，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从而提高劳动力在农村的稀缺

性[3]。William Arthur Lewis 与 Simon Smith Kuznets 均认为农村劳动力的乡城地域转移并流向非农业性生产部门，并且在农

民城市化过程中催生出的资源集聚将产生强大的外部性，对农村经济产生巨大影响[4-5]。 

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实现对农民工的有效转移与吸收，以改善农村贫困状况。侯

红娅等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是否转移并进行城市化取决于对进入城市后收入的预期[6]。Luc  Christiaensen 等认为农民进城获

得更高收入，提升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实现减贫效应[7]。朱晓等研究指出，非科学的农民工乡城转移并不能真正缓解农民工

贫困状况，必须有配套的引导措施，从而解决转农民工城市化后“返贫”的问题[8]。李群等认为政府对农民工进行心理指导和职

业指导对缓解他们的工作压力、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增加他们的留职意愿意义重大[9]。 

贵州是我国贫困问题最突出的省份，也是我国农民工的输出大省，因此研究如何破解贵州贫困难题的文献也相对较多。黄

海燕等指出新阶段贵州农村贫困特征主要表现为农村贫困面积广大、脱贫速度减缓、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贫困人口分布与脆弱

生态区以及民族区域分布一致、“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增加了扶贫开发成本，这些特征使得贵州扶贫开发的难度进一

步增大[10]。龙成丹发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农民收入结构转变、加

大农民增收速度、改善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等方面[11]。周芳菩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生存方面基本实现了从“温饱”向“小康”

的转变，但在发展方面，则面临生存困境、心理困惑、维权危机、社会失范四大难题，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存在显著的“经济

吸纳”而“社会拒入”的两难困境[12]。李新智等认为可通过间接支农即对“四化”发展进行财政和资金支持，调控农产品价格，

继而促进农户收入增长[13]。 

从近年来的研究结论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民工城市化都可以实现减贫效应，但对于如何推进农民工乡城

转移进而推进城市化减轻农村贫困水平却研究较少。面对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村人口加速转移，加强对农民工城市化

的减贫效应研究，是合理规划人口转移的必然选择。贵州农村贫困问题在我国较为典型，但当前对贵州贫困问题的研究基本停

留在定性分析阶段，缺乏定量测算，难以为贵州贫困问题的解决提供准确依据。 

2 理论框架 

农村贫困减缓的具体因素较多，如农业科技水平提高、政府涉农补贴、金融扶持力度加大等，但其最终都会体现为农村贫

困人口的减少。 

从逻辑上看，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得益于两个效应：一是收入效应，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增加，贫困线以下的农民绝对数量

下降；二是转移效应，农村贫困人口的转移，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使得人口结构发生调整，也促进了农村常住居民中贫困人

口数量的下降[13]。如图 1 所示，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收入为基础建立收入分布函数，最左边的曲线为初始阶段的收入分布曲线，

在该阶段农村的贫困人口占比为 AOB 区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收入逐渐提高，因此收入分布曲线开始向右移动，农

村总人数不发生变化，但贫困人口占比为 COB 区域，因此经济发展使得农村地区 AOC 部分的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AOC 即为收

入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转移到城市，从而使得农村总人口与农村贫困人口基数减少，此时贫困人口

占比为 DOB 区域，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农村地区 COD 部分的贫困人口减少，COD 即为转移效应。综上，农村减贫是收入效应与转

移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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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设定、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3 . 1 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重点考察贵州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通过前文论述可知，农民工城市化主要通过转移效应对农村贫困产生影响，

同时农村贫困变动情况还受收入效应影响，因此在构建实证模型时还需引入收入效应作为控制变量，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农村

贫困情况变动的原因。基本模型如式（1 ) :  

 

式中：Pt为农村贫困程度；yt为收入效应；rt为人口转移效应。 

从转移效应看，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当地城市（指农民工户籍所在的市州）与转移到异地城市对农村的贫困程度的影响存

在差异，因为转移到当地城市，使得当地城市要素更为集中，城市经济发展后对当地农村经济存在溢出效应，从而拉动农村经

济发展，降低贫困程度。因此本文需对转移效应进行分解，将转移效应分为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从而模型可变为式

（2 ) :  

 

式中：brt为本地转移效应；wrt为外流转移效应。 

在对该模型的运用方面，本文主要分三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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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以全省合计数据为基础，从总体上分析农民工城市化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 

第二步，基于贵州省各区域间贫困程度的差异，以各市州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模型的方式分析各市州农民工城市化对农

村贫困程度的影响。 

3 . 2 指标选取 

农村贫困程度指标。反映农村贫困程度的指标通常有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收入、贫困指数等，本文要考察的是

农村的总体贫困变动情况，选取农村贫困发生率作为反映贫困变动的指标，农村贫困发生率是根据国家划定的收入贫困线标准，

测算位于贫困线以下的农民占农村常住居民的比重，能较好反映农村的贫困深度与广度。因我国自 2008 年以来，多次修改贫困

线标准，因此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中的农村贫困发生率的统计口径存在不一致性，为便于分析，本文以 2007 年的贫困线为标准，

结合农村人口收入分布情况，对 2008 年以来的农村贫困发生率进行了修正[14]。 

收入效应指标。收入效应带来的农村贫困程度的降低，虽然其原因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最终反映为农村常住居民收入

的提高，因此本文以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作为反映收入效应的指标。 

转移效应指标。农民工的城市化程度主要体现在农村人口的净流出量，本文选取农村人口净流出量的增长率作为转移效应

指标，其中流入到本地城市的人日增长率为本地转移效应，外流到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率为外流转移效应。农村人口净流出量

等于农村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和减去农村常住人口，因农村非户籍人口数量较小且贵州统计年鉴中未披露，因此本文在计

算时忽略非户籍人口因素，假设农村人口净流出量等于农村户籍人口减去农村常住人口。 

3 . 3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间为 2006 一 2014 年，数据均为年度数据，总期数为 9 期。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贵州省历年统计年鉴。 

4 实证分析与结果说明 

4 . 1 基于贵州全省的总体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从总体上对贵州省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进行考察，如图 2 所示，从四个指标的变化趋势看，贵州从 2006 年

以来，农村贫困发生率迅速下降，农村常住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则一直保持在 8 ％一 12 ％的稳定区间内，农民工外

流虽然每年均处在增长状态，但增长率迅速下降，流入本地城市的农民工数量在 2006 一 2013 年一直在减少，但趋势逐渐减缓，

至 2014 年，农民工流入本地城市的数量开始呈现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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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计量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对贫困的影响，将贵州省历年数据代入（2 ）式中，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对参数进行估计，

结果如式（3 ) :  

 

模型的可决系数为 0 . 8667 ，说明模型的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从参数估计结果看，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贫困发生率存在明显的反向相关关系，即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提高 1 .0577

个百分点，其产生的收入效应就可使贫困发生率下降 1 个百分点。 

从转移效应看，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对贫困发生率的作用效力相反。农民工由农村向本地城市转移的人口每提高

0 .9208 个百分点，则贫困发生率相应降低 1 个百分点；而向外地城市转移人口每提高 0 . 2985 个百分点，则会使贫困发生率

增加 1 个百分点。这从侧面说明了本地乡城转移对农村经济产生了较大的正向溢出效应，本地城市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农村经济

的发展，缓解了农村的贫困状况，而农民工流入到外地城市，不但不能帮助农村脱贫致富，反而抽走了农村大量劳动力资源，

同时由于流出空间距离较远，也割裂了农民工同农村的经济联系，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下滑，农村贫困程度加深。从变化趋势图

中也可看出，向外地转移人口的增长率确实与贫困发生率存在同向变动关系。 

4 . 2 基于各市州数据的面板模型分析 

贵州省各市州经济存在较大差异，从而使得每个市州外流的农民工也相差较大，如省会贵阳为农民工净流入城市，其他的

则为净流出城市，同时各市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差异明显，2014 年，贵阳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0 826 

元，排名全省第一，而排名最后的黔东南州则只有 6139 元，二者相差达 1 . 76 倍。这些因素导致各市州的农村贫困程度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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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差异，2014 年贵阳市农村的贫困发生率仅为 1 . 37 % ，而黔东南州则为 26 . 58 % ，二者相差 19 . 4 倍。为了考察

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在各市州减贫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本文接下来将采用各市州的面板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化的减贫效应作进一

步分析。 

引入面板数据后，为检验各市州的情况差异是否对原模型的参数估计存在影响，可分别采用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与

无约束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从而选取最优的估计模型与估计参数。 

① 在混合回归模型下，原估计方程的截距项与系数均不随个体变化而变动，从而新的估计方程为式（4 ) :  

 

其中下标 it 表示个体 i （各市州）在第 t 期的观测值。 

回归结果显示，该估计方程的可决系数为 0 . 3122 ，且系数2 的 t 值检验为不显著。 

② 在变截距模型下，原估计方程的截距项随个体变化而变动，但系数不随个体发生改变，从而新的估计方程为式（5 ) : 

 

回归结果显示，该估计方程的可决系数为 0 . 6915 ，且系数2 的 t 值检验为不显著。 

③ 在无约束模型下，原估计方程的截距项与系数均随个体变化而变动，从而新的估计方程为式( 6 ) :  

 

回归结果显示，该估计方程的可决系数为 0 . 7836 。 

经比较发现，在采用混合回归模型与变截距模型的情况下，2 的 t 值检验均不显著，这也反映了各市州农民工的本地转移

效应对减贫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无约束模型下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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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3 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可知： 

① 各市州的收入效应对农村减贫均存在正向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上文用贵州全省的数据拟合出来的结果一致，表明在贵

州的各个市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都能促进农村贫困程度的降低。 

② 省会贵阳农民工城市化的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均不明显。从参数估计结果看，贵阳的农民工城市化并不能对农

村起到减贫的作用，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贵阳的农村贫困程度远低于省内其他城市，农村贫困人口基数低，农村贫困发生率

对农民工的转移不敏感；二是贵阳农村的经济相对发达，如果单纯只是为了脱离贫困线，在当地农村较为容易实现，无需转移

到城市。 

③ 贵州省多数城市的本地转移效应对减贫的作用要强于外流转移效应。从参数估计结果看，除贵阳外，其他 8 个市州的本

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均对农村贫困具有明显的减弱作用。将两种效应进行对比发现，8个市州中，六盘水市、遵义市、安

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等 6 个市州的本地转移效应要大于外流转移效应，说明在这些地区，农民工直接流入到本地

的城市更有利于农村的减贫进程。而在黔东南州与黔南州，由于当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因此农民工外流带来的减贫

效应比流入当地城市更为明显。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农村贫困的成因出发，以贵州作为样本，分析了农民工城市化对于农村减贫的作用。经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农村贫困的减缓是收入效应与转移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常住居民收入的提高可以减少农村的贫困人口，农民工从农

村流向城市要素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同样能实现农民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二是贵州经济发达地区的转移效应并不明显，经济相

对发达的省会贵阳，农民即使不转移到城市，也同样可以通过收入效应降低贫困发生率；三是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在

的作用效力在不同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通过贵州省总体数据的分析，本地转移效应与外流转移效应对农村贫困程度的缓解均具

有正向作用，但具体到每一市州，则表现出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本地转移效应较强，而在经济相对滞后地区则外流转移效应的

减贫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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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是我国农村贫困问题较为突出的省份，也是农民工输出大省，贵州在农村减贫的进程中，必须紧抓农民工城市化这一

核心，实现精准扶贫。首先要逐步改变农民工不断流出贵州、流向沿海发达省份的现状，采用政策鼓励、创业扶持、加强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等措施，优化省内农民工就业环境，逐步引导农民工从省外回流；其次要坚持差异化的农民工转移策略，在经济

发达地区，要重点推进农民工就地城镇化策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本地城市转移，同时大力加强县域、乡镇中心建设，以

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扶贫的核心任务是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同时转

移部分劳动力至其他经济相对发达的市州二第三，强化城市经济对农村的溢出效应，利用农民工与农村的天然纽带关系，增强

城市与农村经济的联系，推动农村经济的市场化、特色化、品质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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